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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服躬耕：
晚明乡宦的文化装扮与仕隐并存

吴　琦，马　俊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晚明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价值选择和生存方式日渐多元，但同时社会变迁也带来了普遍

的焦虑，乡宦的社会角色和身份定位变得复杂不确定。于是他们转而借用其他社会群体的角色来寻求身份之

外的价值体现，以野服躬耕的文化装扮游离于隐士、官员、士人、农人、商人等不同角色之间。但晚明乡宦既不

会抛弃士人身份成为绝对的隐士，也不会成为全然投身于地方事务的改革家，体现出社会转型期知识群体对

自我的困惑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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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社会激荡、躁动，身处社会转型激变期的乡宦①，既有个性解放的蠢蠢欲动，又有传统士人

的自律自省；既享受商品经济带来的优越，又奉行温和的苦行主义；既有身为儒家士大夫的经世意

识，又郁郁于仕宦生活而试图隐遁逃禅。所以相比于其他时代，晚明乡宦的角色更加复杂多面，既

可为隐士，又是特殊的官员；既是士人，也可是商人，但又试图成为农人，在群体性格上呈现出消极

与积极、出世与入世、保守和改革、隐逸与经世并存的局面。学术界对于晚明乡宦的研究大都倾向

于考察其中一个侧面，忽略了这一矛盾特性。本文从“野服躬耕”的文化装扮和实践入手，考察晚明

乡宦试图调节各种角色的努力，以及其最终形成仕、隐并存的格局，并由此展现晚明图景下更为丰

富多变的乡宦形象。

一、野服躬耕：晚明乡宦的文化装扮与实践

（一）野服之制

服装规格的不同代表着一种身份感觉和人生冀望。在礼制严格的古代中国，服装也近似于一

种身份的自我演示，沈周就曾通过四幅编年自画像展示自己的一生，而这四幅肖像仅通过改变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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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学术界目前多以“士绅”、“乡绅”、“绅士”等统称在乡的官员和尚未通籍的士子。本文考察的对象仅限于有仕宦经历，但因致

仕、养病、养老、省亲、罢官、弃官等原因而较长 时 间 居 住 在 乡 里 的 官 员。在 明 代 文 献 材 料 中，这 类 群 体 通 常 谓 之“缙 绅”、“乡 大 夫”、“乡

宦”，如“乡大夫致政里居者”；“乡宦者，乡人所属耳目也”（焦竑：《国朝献征录》卷６３《都察院十·佥都御使郑公宁传》，《续修四库全书》史

部·传记类，第５２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７０３页；李廷机：《李文节先生燕居录》全１卷，《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４４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７年，第６７４页）然而到清朝时，“缙绅”一词又偶指本地的现任官员，词意渐不明。较之“乡大夫”而言，“乡

宦”意指更明确，故本文以此指称在乡官员。关于明清时期士绅称 谓 的 演 变 可 参 见 徐 茂 明：《江 南 士 绅 与 江 南 社 会：１３６８－１９１１》，上 海：

商务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３－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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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自己的不同境遇，由此可见服饰所蕴含的文化象征意义。晚明士大夫的服饰出现以奢侈为美、

僭越礼制的现象已是众所周知，毋须再议。虽然也有研究认为，面对平民服饰的变化，士大夫阶层

为重塑身份与地位，从美学角度自创雅俗之说，以区别士人服饰的品位［１］。然而在晚明文献中还有

大量关于乡宦刻意装扮成农夫、渔父、隐士等鄙陋形象的史料，他们对这种扮相同样保持着盎然的

兴致。

明代张丑认为：“野服之制，始于逸民者流，大都脱去利名枷锁，开清高门户之所为，自非缮性玄

漠、抱度弘虚勿能也。”［２］“野服”初为“农夫之服”［３］，传统文献中多指称在乡间林野中谋生的农 夫、

渔父、樵夫等穿的衣服。贵族在年终祭农的时候也会象征性地穿着野服，象征对农事的尊重。唐代

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解释说：“草笠，以草为笠也。此诸侯所使贡献鸟兽之使者，着草笠而至王庭

也。‘尊 野 服 也’者，草 笠 是 野 人 之 服。今 岁 终 功 成，是 由 野 人 而 得，故 重 其 事 而 尊 其

服。”［４］卷２６《郊特牲第十一》，ｐ９３８野服与隐士成为相互连接的文化意象始于《晋书·隐逸传》，载：“张忠，……

隐于泰山，……及至长安，坚辞以衣冠，辞曰：‘年朽发落，不堪衣冠，请以野服入觐’。”［５］卷９４《晋书·隐逸传》

至宋代，野服逐渐延伸为“渔隐志士在野闲居之服”，有别于等级森严的礼服，成为士大夫致仕

后的日常服装。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野服的服制为：“上衣下裳。衣用黄白青皆可，直领，两
带结之，缘以皂，如道服，长与膝齐。裳必用黄，中及两旁皆四幅，不相属，头带皆用一色，取黄裳之

义也。别以白绢为 大 带，两 旁 以 青 或 皂 缘 之。见 侪 辈 则 系 带，见 卑 者 则 否。谓 之 野 服，又 谓 之 便

服。”［６］乙编卷２《野服》，ｐ１４６宋代的野服实际已指代在野之服了，即士大夫家居的服装。朱熹晚年即以野服

见客，“榜客位云，荥阳吕公，尝言京洛 致仕官，与人相接，皆以闲居 野 服 为 礼，而 叹 外 郡 中 不 能 然。

其旨深 矣！”［６］乙编卷２《野服》费 衮《梁 溪 漫 志》载：“于 士 夫 家 广 摩 画 像，或 朝 服，或 野 服，列 于 壁

间。”［７］卷４《毗陵东坡祠堂记》，ｐ４０

到 明 代，官 员 致 仕 后 的 常 服 一 般 称 “燕 服”，遵 忠 靖 冠 之 制。如 魏 沅 初 的 “燕 服

像”［８］罗虚白绘《魏沅初像》，画像中他常服大襟、斜领、袖子宽松，蓝色袍子，风格清静儒雅。燕服蕴含文士风

致，与野服有较大区别。明代的“野服”与宋代所指有所不同，比较倾向于古代的“农夫之服”。据张

丑《野服考》和《三才图会》的描述，明代野服的完整装备主要包括：苔笠缁撮、鹿裘带索、草履、草裳、

短褐、斗笠、蓑衣、纶竿、芒鞋、竹杖、柴担、耒锄等①。但与宋代野服相通之处在于都传达着隐 士的

野逸风致。与有着严格规定的朝服、公服、燕服相区别，野服让人即刻感受到淳朴和淡泊，让人一看

便知是隐士的装扮。隐士必以野服为装扮，这是遵循文化层面上的统一性：头戴葛巾，脚必穿芒鞋，

执必藤杖，食必菜羹粝饭。野服被人格化以后附着关于品德、出世入世的启示。这与为官时管带袍

笏的形象截然不同，如此装扮仿似在过另一种人生，扮演另一个角色。

在晚明，乡宦居乡渐有抛弃忠靖冠之例。部分闲居乡宦一反常规不 以“常”服 接 人，而 偏 好 以

“非常”的野服装扮示人。如《儒林外史》第８回记载，嘉靖时娄家两公子去拜见致仕家居的蘧太守，

这位乡宦也换了葛巾野服，手执天台藤杖；钱陆灿晚年极喜出游，“芒鞋竹杖，蹩躄里巷间，门人间亦

随其后。先生貌既魁梧，衣冠又复古雅，路人多瞩目之”［９］卷１，ｐ１５；少司徒采山方公“客至以野服见，不

报谒，不谈朝政官 府 之 事”［１０］卷１１；何 封 君“罢 郡 归 来 二 十 年，……野 服 真 成 河 上 仙，驯 鹤 时 看 陪 杖

履”［１１］卷８；宋司训万锺“未几以事免归，葛巾野服晏如也”［１２］卷５；何良俊“久病艰于动作，屈伸俯仰皆

不自由”，便开始穿野服，“其所便者，但取束带足以为礼，解带可以燕居，免有拘绊缠绕之烦，脱着疼

痛之苦而已”，直言为了舒适的需要［１３］卷３５《正俗二》，ｐ３１８－３２０。其他如：

　　鲁铎，以祭酒告归，……客至，则葛巾野服延坐。［１４］卷７《恬适》，ｐ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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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圻、王思义编：《三才图会》中册《衣服》卷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５４９－１５５１页；张 丑 撰：《野 服 考》全１卷，黄

宾虹、邓实编：《中国古代美术丛书》第２集第ｌ０辑第３册，上海：神州国光社，１９４７年，第１４７－１５４页。张丑的《野服考》与宋代方凤所辑的

《野服考》雷同，应是张丑借鉴方凤的内容，方凤：《野服考》全１卷，《学海类编》第９７册，上海涵芬楼道光十一年安晁氏影印本，１９２０年。



何良俊，……许致其仕……辄以野服从事。［１３］卷３５《正俗二》，ｐ３１９

刘清惠公，以佥都御史守制家居，……角巾野服。［１５］卷９《达官骑驴》，ｐ２７９

袁宏道，归来……野服科头常聚首，阮家礼法向来疏。［１６］卷２《敝箧集二·诗·归来》，ｐ６０

陆树 声，…… 葛 巾 藜 杖，挥 尘 从 容。知 者 谓 适 园 主 人，不 知 者 谓 汉 阴 老 河 上

公。［１７］卷１４《野服像》，ｐ１４

可以看出，晚明的野服经过了较大改造，基本上只留下象征性的蓑笠葛巾藜杖等，野服的功用

更超出古代农耕的实用性，成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点缀装扮。同时也不可否认，晚明的野服之风不

如宋代之盛，也未得到一致认同。朱舜水在谈到野服之制时认为，“问野服法，朱文公初制之。然世

无服之者，迄罗大经时，其服已绝，才在赵季仁处见之。先生在南京见其服否？且历代有异乎？答

晦翁先生言，得见祖宗旧制，则非初制矣。且明朝冠裳之制大备于古，自有法服，故不用先代之物，

而其制虽不可见耳。”［１８］卷２３他对于野服是不以为然的，甚至否认士人穿野服之事的存在。一举人居

乡，“郡邑大夫有以地方利病询者，人讽先生以葛巾野服见。先生曰：吾既以孝廉举也，葛巾野服非

孝廉服也。吾不能学众之矫”［１９］卷７，ｐ６００。可见在部分士人看来，着野服是一种哗众取宠之行为，“矫”

字即一针见血地道出乡宦着野服的姿态。
（二）躬耕之行

与野服具有相同意味的是晚明乡宦的躬耕行为。躬耕同样隐含着隐逸的气息，古人往往所遭

不偶，无所放其意之时，或隐于耕，或隐于樵，或隐于钓。在传统中国，虽因社会不同、时代迥异，社

会所认可的风尚显然相异，但一些非再生产、象征性的农业活动都被赋予高度的社会地位，农耕是

被高度赞颂的行为，这是长期以来浸渍于农业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必然结果。对士大夫来说，农业实

践不只是庙堂上平常百姓的理论化的东西，更是作为士大夫必备的修养。“春耕秋获”被认为是固

国安本的关键，是统治者和士人必须要关心的事。所以躬耕也强调对士之本质精神的回归，作为一

种温和的苦行主义和自我修炼。历朝历代不乏躬耕的事例，或躬耕以奉父母，或以隐明志，或不仕

即隐山林。在前有陶渊明、苏轼，在后有清初遗民。这些隐居型的躬耕均作为一种生存方式而被实

践着。明中期以后乡宦中也有不少乡宦进行“躬耕”实践：

　　孔中丞，……躬耕种秫以自养。［２０］卷２１《投闲》，ｐ５２６

崔公铣，……渠南有囿一区，有田可耕而灌之者数亩，且耕且蔬以养以育。［２０］卷２１《投闲》，ｐ５２６

罗宪副……返乡之故居，……日与田夫野老谈耕牧事，晨夜令小童取刍饭牛养鱼，或视舂

稻食稀。秋至耕者告获，率子弟开廪执概散筹，汗津津下不自知。乡人见者笑曰，宪副公乃亲

农人事耶！公应曰，我固畏人不知宪副者谁也。［２０］卷２２《高尚》，ｐ５４０

屈 公 直，…… 故 里 居 以 来 二 十 年 耕 读 不 倦，尝 身 亲 农 事 手 披 载 籍 为 子 弟

式。［２１］卷５９《都察院六·嘉议大夫都察院副左都御使屈公直传》，２４９４

亲自耕种，与农夫谈农事，这种世俗景致经常会被美化后出现于文献材料中。然而孔中丞虽然

躬耕以自养，但他相当清楚如果“度营产，满丰镐，岁入益厚，遂丧清节”［２０］卷２１《投闲》，ｐ５２６，并不指望依靠

躬耕来累积财富，耕作不是获利的手段，也无生计意义。此外，明人称致仕喜好用“归田”、“归耕”等

词，明人文集也好以“归田”为名，如谢迁的《归田稿》、钱谦益《归田诗集》等。“归田”、“归耕”道出这

种原始的体力劳作对士人的意义所在———返璞归真、质性自然。士人赋予躬耕格外的含义，借由与

土地的亲密接触涵养一种淳朴的性格，通过体验农夫的苦乐，涵养品性。吕坤就说道：“推之耕耘簸

扬之夫……莫不具有神化性命之理，都能到神化性命之极。”［２２］卷５４《诸儒学案下二·侍郎吕心吾先生坤》，ｐ１２９６这当然

不是一种生产者的思想与生活。

除文本记载中的野服躬耕，晚明乡宦还通过画像的方式将野服形象留存下来，更体现出野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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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意义。钱谦益、叶绍袁、吴伟业等 都 有过头戴竹笠、执杖、躬耕的造型①，试图给后世留下一个

常乐农夫的形象。野服像、蓬笠图、躬耕图、野服行乐图等形式成为一种视觉文化在士大夫中传播，

画中人的形象延展为一种社会性躯体，画中人的面部特征实则让位于更具重要礼仪意义的衣饰和

行为［２３］。通过像赞、自赞、赏画等社交行为和品鉴互动，画的微妙寓意散播开。乡宦死后画像还会

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场合以示子孙和访客，对乡宦个人外在形象的纪念由此衍变为一场集体的观看行

为，他的价值观、品行、一生的成就等等被观看者交流、评析、重申，并传递给下一代成员。野服像便超

越了单纯面相学意义上的相貌呈现，而使人联想起画中人的事迹和品行，直指其高洁隐逸的志趣。

二、晚明乡宦的多重角色与多元选择

日本服饰美学家板仓寿郎说：“衣服，不仅仅是作为物体的人体穿着之物，而且不得不是生活当

中生气勃勃的人———作为历史的、社会的、精神的、存在的人———的穿着之物。否则也就不能求得

服饰的完善。”［２４］换句话说，服饰是通过装扮人来实现其自身的存在意义，服饰的本质即在于装扮，

通过穿着而使人的形象改变。穿着服饰进行角色扮演也就是一种角色转换，从一种角色形象到另

一种。野服是一种文化装扮，躬耕是一种角色扮演，乡宦进行这种装扮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表演而

已，并非真的想为隐士、想为农人。虽然逃名于隐、逃迹于耕，但如果皇帝下诏命，心情大抵都是迫

切的。无论身着哪种装扮，最终还是回归士的立场。但文化装扮依然是必须考察的，形象策略蕴含

着变动时代乡宦的价值观，如何呈现其身为士的身份，如何在士的身份之外延展新的角色以安顿生

命？借由文化装扮便可以尝试一个新身份。

（一）不乐仕宦：共享隐士角色

野服躬耕与隐士的内在品格相统一，给人被褐怀玉的形象。这种形象进一步延伸为一种角色

规范，山衣野服成为隐士体认自我、塑造身份的凭借。在隐士被社会接受的过程中，野服躬耕逐渐

成为一种共享的符号和价值资源。晚明乡宦对致仕后应以何种姿态示人有着种种考量，但对隐逸

生活的向往成为大多数人共同特点②。原因大体有二。首先，隐士远离城市、不问世事、不慕富贵、

怡然自得，逍遥于山水江湖之中，是被士人阶层美化的完美智者形象，在某些价值观念上隐士与士

人精神可以对话。其二，晚明政治生活的焦虑和压力使得很多官员不乐仕宦，纷纷求退，大批官员

因政治混乱、君臣矛盾、舆论攻击等致仕还乡，心存隐逸之志便成为退休官员们的共同特征。谢迁

在《自题野服行乐图》中就暗示了去仕就隐的心声：

　　农圃是亲，麋鹿为伴，苟藏拙而隐恬，因习间而成散，谢世路之纷华，遂平生之疏懒。肆川

泳而 林 栖，玩 霞 舒 而 云 惓，振 素 衣 于 高 岗，濯 敝 缨 于 清 涧，借 嘉 荫 以 夷 犹，求 素 心 而 往

返。［２５］卷４《自题野服行乐图》，ｐ３９

谢迁以隐为心，以士为迹体现出他对出世与入世的思考。钱谦益在讨论“杖”时也赋予它这样

的意义：“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吾与尔。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将焉用彼。”［２６］卷２７《杖铭》，ｐ８４２他以“杖”

喻己，执杖意味着认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进退观。最后，野服躬耕的隐士与乡宦的身份在现

实世界有着相当的距离和落差，鲜明的对比使身份转换更加彻底。李开先在祝贺同僚王国贤致仕

时表示在野之人当与在朝时有所区别：

　　人又有尤之者曰：受冠带于朝，而藏冠带于笥，非所以荣上之赐，而起人之瞻也。准台又笑

而谓之曰：莪冠慱带，仕而儒者之服，斗笠麻绦，则野人所宜。……准台为农，尝秉服耒耜，挥扶

９３１

①

②

钱谦益、叶绍袁、吴伟业等的野服图收入《中国历代名人图鉴》，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５９３、６０４、６３８页。

士人关于仕与隐的问题虽然古来有之，但是明清时期却讨论的异常多，这是因为自晚明以来，由于科举制度弊端日显，经济发

展造成的社会流动使得阶层关系产生结构性的变化，成为一名成功的“士”开始面 临 越 来 越 多 的 阻 力，这 也 刺 激 着 读 书 人 开 始 重 新 考 虑

生命价值问题，从而使仕隐变成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鉏犁，披 冒 星 霜，栉 沐 风 雨，自 以 混 迹 田 父 为 得 计，岂 肯 以 衣 冠 带 别 大 农 而 夸 闾 党

哉！［２７］卷６《贺准台王国贤荣膺冠带序》，ｐ２５

（二）士商合流之下的返本归农

晚明士阶层与商人阶层之间的严格界限逐渐被打破，传统四民观中居于最上层的“士”与最下

层的“商”之 间 出 现 了 相 互 转 化、相 互 融 合 的 现 象：“古 者 四 民 异 业，至 于 后 世 而 士 与 农 商 常 相

混。”［２８］卷１３《白庵程翁八十寿序》，ｐ３１８ “今 为 学 者，其 好 则 贾 而 已 矣，而 为 贾 者 独 为 学 者 之

好”［２８］卷１９《詹仰之墓志铭》，ｐ４７９，这构成晚明士商 合流的现象。但即便部分晚明士人转向经商，在士人的 主

流舆论中依然耻言治生、否定生产，肯定逃避生计的行为。常在文献中出现“不事生 产”、“不 务 生

产”、“不治生”、“不问家生产”、“不一语及生产事”之类的描述，并引以为高。不事生产乃士人的常

态，疏于谋生被视为德行。

但乡宦在面对士商合流的现象时，仍不得不对商业、农业申明态度，表明立场。即便家族从事

商业活动，但乡宦个人在建构身份时甚少自拟于商人。相比于商人的角色，他们还是更接受农夫的

角色。在这种背景下，乡宦的野服躬耕与其说是返归农业，不如说是对士人从商潮流的反拨。譬如

明末清初陆世仪 描 述，“学 为 贾，而 此 心 与 贾 终 不 习。因 念 古 人 隐 居，多 躬 耕 自 给”［２９］《思辨录·修齐篇》。

经商终究不是治生的最佳选择，与士人的习性相违背。然而士大夫通过科举成为官吏，既无专业农

事培训，又无进行农业活动的知识和技能。如陈继儒所言：“古隐者多躬耕，余筋骨薄，一不能；多钓

戈，余禁 杀，二 不 能；多 有 二 顷 田、八 百 桑，余 贫 瘠，三 不 能；多 酌 水 带 索，余 不 耐 苦 饥，四 不

能。”［３０］《岩栖幽事》，ｐ８陆世仪说：“予素孱弱，又城居，不习田事，不能亲执耒耜。”［２９］《思辨录·修齐篇》在晚明，一

般“城中人不事耕种”［３１］，乡宦更都是致仕的年老 官 员，更无恒心和体力去从事农业生产。所以他

们关心农耕，却不依靠亲自耕种维持生计；装扮成农夫，却全无放弃士人身份的可能性。但相比于

诗歌，园林这种优雅舒适的士族生活方式，躬耕依然是一种严肃的、艰难的文化实践。

直到明清易代之后，遗民中才的的确确有以躬耕为生存方式的人。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文
化从晚明的多姿多彩、开放潇洒逐渐消退为质朴、沉静，整体呈现出去奢从简的趋势。清初遗民的

野服躬耕与时代氛围是契合的。清初吴伟业记陈确“世衰道微，士大夫走通都，鹜声利；其遗民逸叟

以道德风义相高者，……自确庵以孝廉守身事亲，躬耕弗屈”［３２］，其他如孙奇逢“率子弟躬耕，四 方

来学者亦授田使耕”［３３］，常延龄“躬耕自食……以麻衣葛巾终老”［３４］等等，屈大均、张履祥、易堂九子

的文集中都有从事农耕的记述，他们胼手胝足，暑雨不怠，这在清初史料中比比皆是。清初的遗民

躬耕一是出于生计考虑，其次则是一种明确的政治立场。如康熙十年（１６７７），戴苍为朱彝尊作“烟

雨归耕图”，朱彝尊自题曰：“舍尔征衣，荷蓑而走。为力虽微，其志则坚。粒食既足，不期逢年。咄

哉斯人，谁为徒者？人或尔知，百世之下。”［３５］卷６１《烟雨归耕图自赞》，ｐ４在这里朱彝尊鄙 薄 富 贵 利 禄、归 隐 田

园的态度很坚决。同时，晚明经世思想发展至清代更加张扬，躬耕也有一丝的经世意味。如刘宝楠

题归耕图，诗云：“得归便归何须田，况复有田归可耕。杏花春雨一犁足，见君此图心怦怦。我家有

田射水侧，天吴肆虐耕不得。河淮并涨与地争，七邑避水如避贼。君不见，《禹贡》尽述田赋事，治田

治水治漕皆宜之。……与君锄云复锄雨，或负或戴谁宾主，斯图便作耦耕谱。”［３６］卷１《题张石洲烟雨归耕图》这

种题诗不仅关怀民生困苦，而且从传统经史发掘治水策略，带有鲜明的经世色彩。

三、晚明乡宦的仕、隐并存与价值困惑

野服躬耕作为晚明乡宦的文化装扮与实践，由外在的野服扮相传达内在的隐逸心志，由表演性

的躬耕暗示对士人本质的维护，透露出他们对于隐逸生活的追求和返归农本的努力。但在物质生

活丰富的晚明，乡宦虽然对“士”的身份有着怀疑与否定，却难以抛弃“士”的身份带来的优越和特

权，由此出现了仕隐并存的局面。既为隐士，也同样参与社会生活和地方事务；既为乡宦，也对隐逸

生活保持热情与追求。所以这种高调、表演式的文化装扮并未帮助乡宦解决价值观和精神上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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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反而愈加使其困惑和混乱。
（一）对“士”角色的怀疑与固守

晚明乡宦不断探寻其他的角色来装扮自己，源于对士之身份的怀疑和否定。面对短暂的人生，

士大夫习惯于反思生命轨迹和个人价值，“观看自我”成为一种文化习性。尤其在阳明思想广被接

受之后，个人思想的自 主 性 和 道 德 认 知 的 可 行 性 给 乡 宦 的 自 我 审 视 提 供 了 方 法 论 和 思 想 基 础①。

而致仕乡居时便是这 种 生 命 检 视 的 最 佳 时 段，如 桑 悦 致 仕 时 邀 人 绘 像，题《自 赞》“拟 以 见 志 所 在

云”［３７］《自赞》，ｐ１９８；钱谦 益 对 一 生 历 程 的 清 算：“判 将 四 十 年，捐 付 东 流 水。天 道 周 而 复，明 年 十 七

耳。”［２６］卷１２《霖雨诗集》，ｐ４４１张瀚：“余自罢归，……或静思往昔，即四五年前事，恍惚如梦，忆记纷纭，百感皆

为陈迹，谓既往为梦幻，而此时为暂寤矣。自今以后，安知他日之忆今，不犹今日之忆昔乎？”［３８］序，ｐ１

此外姚舜牧的《自叙历年》、张瀚的《宦迹图自记》、李廷机的《宦迹》等自状和年谱都是一种对自我价

值的纪录和审视。

晚明乡宦对自我的全面省视是以一种否定和怀疑的基调铺展开来。如顾大韶将一生总结为四

不像：“谓汝为释，汝不能短腥。谓汝为道，汝不能啬精。谓汝为儒，汝不能成名。而奚取乎矻矻穷

经。不工不商，不 战 不 耕，赖 食 先 德，养 此 委 形。”［３７］顾大韶《自像题赞》，ｐ４０９冯 梦 龙 形 容 友 人 顾 隐 亮：“尔 非

儒，谈 谐 博 有 余。尔 非 侠，肝 肠 一 何 热？ 尔 非 僧，潇 洒 绝 尘 情。尔 非 艺，手 口 俱 灵

异。”［３９］《顾隐亮像》《冯梦龙题跋》邹迪光说自己：“亦夔亦龙，亦巢亦许。亦原尝，亦曾史。亦凡夫，亦佛弟子。

亦河上公，漆园氏，夫孰测其涯涘？”［３７］邹迪光《自题》，ｐ３２５朱赓似乎也认为自己的一生近似于陷溺在一种混

沌荒唐之中，和顾氏和冯氏一样，他也用一连串排比式的否定词对自己的一生进行铺展，层层逼近

本质，揭示自己作为一名儒家士人的各种缺陷：

　　不逢君似直，而诚不足以格心。不害人似慈，而才不足济世。不值党似公，而动不足以信

友。不满假似谦，而虚不足以广益。不苟得似介，而廉不足以维风。不忤物似和，而宽不足以

容众。出无建明，讵云后乐，生不闻道，孰曰宁殁。汲汲孜孜，不知老之将至，而究与草木同腐

者，非子也耶。［３７］朱赓《自赞》，ｐ７６

钱谦益在对自己的人生清算时也认为这 四十多 年 的 辛 苦如 同 是 东 流 水般付 诸 了，“判 将 四 十

年，捐付东流水”，天道轮回，希望自己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可以复从十七岁开始，传作为“士”的他有

着一事无成的自卑和脆弱。谢迁在观 看自己的《野服行乐图》时，也是以否定的态度 来 评 价 自 己：

“才乏经纶，器非胡琏，意广智疏，量狭中浅，幸际昌期，滥叨盛选，迹误厕于庙廊荣谬膺夫轩冕，固知

小载不可以大受，而绵力不足以致远。每临事儿兢惕，恒扪心而怀赧。”［２５］卷４，ｐ３９罗洪先认为：“余 二

十有三而闻学，当时自许逢盛时，奉明君，纵不能振古道以正君德，犹当假百雉城一令长。……今且

二 纪，上 无 一 言 以 致 主，下 无 一 事 以 泽 民，徒 挂 虚 名 缙 绅 间。…… 此 不 足 为 悚 然 矣

乎？”［３７］罗洪先《自书画像记》，ｐ３８０概括来讲，乡宦对“士”的 身 份 和 价 值 的 怀 疑 包 括：对 自 己 不 那 么 勤 政 的 罪

责、对耽于悠闲生活的恐慌、对未经世济民的内疚、对道德义务未尽的紧迫。各种怀疑和否定在乡

宦的思维世界中混合在一起，远不止“四不像”那样简单。

然而，即便有如此多的怀疑，在对角色和身份重新调整的时候，晚明乡宦也决然不会完全抛弃

“士”的身份。士人以野服为装扮在历朝历代都有，尤其是宋代，但不同于晚明乡宦仅将野服躬耕作

为一时的文化装扮，不弃华服。宋代的整体文化是普遍的内敛和好古，闲适自然本就是时代的审美

主调。这种审美情趣映射到服饰上，便是宋代士大夫普遍地喜好简朴自然的服饰。加之野服褒衣

博带最符合宋代的文人之气，它不像魏晋人士那样解衣当风，而是依循宋代士大夫操守自持、孔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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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司徒琳认为到了清中叶士人的回忆性或自述性的文字开始变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阳明思想在社会、文化、政治中的影响力

减弱了。司徒琳：《捉摸不定的早期现代性：以遗民文集为个案》，司徒琳编：《世 界 时 间 与 东 亚 时 间 中 的 明 清 变 迁》下 卷，北 京：生 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第４３６页。



乐处的怡悦状态，所以宋人本身即喜穿野服和道服。野服之风也以南宋为最盛，士大夫身着野服更

表示不愿与朝廷投降势力同流合污。所以宋代的野服装扮是士人明确的意趣和理性的思考。朱熹

就曾明言：“上衣下裳，大带方履，比之凉衫，自不为简。其所便者：但取束带足以为礼，解带可以燕

居，免有羁绊缠绕之患，脱着疼痛之苦而已。”［４０］卷７４，ｐ３６０３南宋时刘克庄《赠陈汝用》记载：“画者为余记

颜多矣，朝衣朝冠辄不似，儒衣儒冠辄又不似，……着余幅巾燕服，杖藜其间，见之者皆曰逼真。”［４１］

更是直接表明宋代的士大夫在仕隐问题上很明确，在对个人角色的建构中，葛巾野服更符合自己的

身份和认同。但晚明乡宦却不同，陆树声在他的文集中收录了朝服像、公服像、冠服像、野服像的像

赞，分别代表了一生中的不同身份和面貌。在以朝服为装扮的时候，他依然显出端正、自信、意气风

发的样貌，作为皇帝钦点的文魁，他深感自豪；公服像的像赞为：“蚤陪金马，晚备秩宗。三朝拜命，

五疏辞荣。材非特达，质类竦庸。其进也既落 落，而 无 可 试 之 绩。其 退 也 则 耿 耿，而 怀 未 尽 之 忠。

投老一壑，淡然无营，惟乐余年。以嬉游尧天之日，赓帝德而歌舞圣世之风。”［１７］卷１４，ｐ１５体现出对自我

的反省和对志业未竟的遗憾。但在“野服像”中，他却并没有刘克庄那样的坚决，反倒充溢着游移、

沉重、哀伤的心情，“顶笠竦篷，手搘枯笻”，并担心“知者”与“不知者”对自己的看法。孙承恩记杜原

吉像赞：“今而获睹其像焉，则见其霜髯素领，野服纶巾，萧疎简淡，若将侣猿鹤而友松筠也。惜夫其

才之弗获一售，志之弗获一伸，而遂使困于胶庠之中，老为丘壑之民，其命也哉！其命也哉！”［４２］卷４２

也渗透着一种压抑和宿命感，毫无畅达的快意。如明初李希颜致仕后“首戴箬笠，身着绯袍，时临盛

会，客嘲之”，他解释为“戴者，本质。著者，君赐也”［１４］卷１《行谊》，ｐ３－４。既不愿抛弃象征着士人隐逸精神

的箬笠，也不想放弃皇帝的隆恩，是晚明乡宦的普遍状态。

而且，乡宦刻意的模仿和不合时宜的装扮渐渐流于士阶层的时尚另类装扮。陆树声在他的野

服像《蓬笠小像》下面亲自题咏：

　　顶笠竦篷，手搘枯笻。林间之相，俗外之踪。……不矫矫以立异，以容容以苟同。所自足

者一丘一壑，为之侣者山月溪风。裕外朴中，侗兮若冲。仿佛其似，殆庶几乎钓溪之叟、耕野之

农。不识不知，而慕无怀葛天之风者耶。［１７］卷１４《蓬笠小像》，ｐ１４

陆反复强调自己着野服并不是想“矫矫以立异”，哗众取宠，目的是在于使人“不识不知”。但如

前文提到那位举人，就认为乡宦着野服太过矫情，所以越是质朴的文化装扮在晚明越显得夸张而不

合时宜。野服躬耕不但没有成为隐士，反倒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各种具有象征意味的装扮也开

始渐渐纳入乡宦们的考虑范围，流为风尚。如八十七岁的茅坤给陆树声的九十岁贺礼便是一套扮

装，他很得意这种创意，“友人茅某手持鸠杖一、竹尘一、箨冠一，并穽鹿一，而拜手稽首，扬言曰，公

固天下之伟人”［４３］卷１６《寿太宗伯平泉陆先生九十序》，ｐ６７８，服饰进而成为炫耀式的礼品或展品，成为士人身份的点

缀。这也是晚明乡宦在追求纯粹精神世界时总会走入的误区，往往从归真到发展成为一种商品行

为或是流行文化。

隐士必须不仕，这是隐士的根本立场，因不仕而确立的隐士身份是其价值所在。然而晚明乡宦

将“不仕”与“隐士”皆当做一种生活状态而已。晚明乡宦中多有弃官归隐、罢官居乡之人，他们有隐

逸之志，也乐于装扮成隐士的样子。但这是他们重组林下生活、安享生命的一种方式。实际上大多

数乡宦并不会去做真正的隐士，这是真正隐者与仕者的本质差别。以野服的面目出现，更多地是想

借此赢得社会对其不乐仕宦形象的认同。以乡宦的面貌出现，则是对其士之身份和地方领导者身

份的坚持，这种矛盾性反映出他们对名节和事功的欲语还休、对仕隐问题的反复和犹豫不决。
（二）隐逸精神与经世意识的并存

野服躬耕的文化装扮体现了晚明乡宦的隐逸精神，但与此同时晚明乡宦并未呈现出集体退出

地方事务的趋势。在晚明的社会大变动中，士大夫群体依然满怀经世济民的愿望，力图扭转明王朝

的颓势，并出现了晚明经世思潮与改革群体。乡宦致仕居乡在心怀隐逸之志的同时，依然广泛积极

地参与地方公共事业的建设。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教育、道德和财富优势在地方教化、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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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等等方面均有作为。他们参与塑造当地的文化景观、构建地方认同，并积极寻求主导地方

社会的文化和政治权力，地方社会为乡宦提供了发挥多重角色的舞台。

隐逸精神与经世意识在晚明乡宦的价值观中同样存在。比如当晚明乡宦与民众的矛盾冲突激

烈时，大量乡宦便采取杜门自保的方式避免成为争议的对象，在晚明官员的传记和墓志铭里“杜门

谢客”、“杜门谢事”、“杜门谢交游”、“杜门扫迹”、“杜门却扫”、“杜门养高”、“杜门不事私谒”、“杜门

清修”、“杜门不出”等等俯拾即是，乡宦貌似转身一变成为不问世事的隐士了。但在明末大动荡时

期，乡宦又纷纷领导起反清活动，再次投入社会活动中，成为南明多个政权的中流砥柱，经世的精神

并未因此前的杜门而消失，至此更是展露无疑。所以隐逸与经世在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中是可以同

生并存的，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乡宦群体在晚明时而表现出集体隐遁的状态，时而又全面进入社

会政治生活中。看似矛盾，实则统一。他们难以摆脱多元的价值观，脱去多重面貌，各种“我”在乡

宦的一生中是可以并行的。

隐逸精神与经世意识之所以能够并存，有着更加现实的原因。其一，晚明党争与官场困局刺激

了乡宦隐逸精神的膨胀，但同时晚明社会的剧烈变迁促进了阶层流动，士的地位逐渐受到商人的威

胁，不再如之前享有绝对的社会统治地位。士阶层必须为保持本群体的地位而积极参与地方事务，

扩大群体的影响力。其二，乡宦既作为社会的上层，承担着改革社会、挽救颓势的压力；但同时也是

社会矛盾的焦点，被攻击、被责备。这样的社会定位本身决定着他们在面对不同的情况时，采取时

进时退的策略。其三，乡宦的群体面貌本身即是众人描绘出来的，不同立场的历史叙述当然有所不

同，是隐士还是活动家取决于不同的文本。比如官方文本盛赞乡宦的德行，会强调其居乡谨言慎行

的一面；地方志的编纂者站在地方的视角，会强调乡宦的善行施救；乡宦的个人文集传记，为符合文

人风致更强调隐逸风致；但通俗小说等却对乡宦的恶劣行径大肆夸张和扭曲。各种文本描述下的

乡宦群体本身有着巨大的差异，乡宦也可能试图通过展示自己的不同形象来取得各方面的认同。

四、结　语

晚明乡宦隐逸精神与经世意识并存的现象反映了其处在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历史

性格，亦可见群体的自我定位受制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建构。真的隐士不能真隐，真的农夫甚至都

弃农经商了，况论扮演他们的士阶层？所以在晚明大抵无绝对的隐士，也未 出现 纯 粹 的 地 方 活 动

家。而且，由于乡宦对个人身份和价值的认识均未超脱出儒释道三家的理解，缺少个人独立的思考，

现代观念中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在此并未提升，所以晚明乡宦也没有找到调和多种价值观的方法。

但他们在坚守“士”之身份的同时，“意欲”成为另一种角色的尝试本身值得肯定。作为晚明时

期的逆向文化装扮和实践，它让我们对处于前近代社会转型期知识群体的自我反省、调试有了更为

丰富多元的了解。这种对于个人价值的探索和选择，应对社会复杂环境的策略被放置到广阔的历

史背景中时，依然体现出对自我更为理性的认识，对个人在社会及公共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更加清

晰的认知。在中国，对个人价值及身份真正理性的思考，直到２０世纪下半叶，在中国文化发生根本

性改变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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